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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民营经济制度环境变迁与改进探析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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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区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取决于自然地理、人文环境、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

框架的优劣将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环境。山东省民营经济制度变迁正是在遵循中央制度安排，同时在竞争压力

下借鉴先进省份制度安排的结果，其“内生性”比较弱。山东省民营企业的行业分布主要集中于中低端和劳动密

集型行业，且平均规模、竞争力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相比差距仍较大。在目前的制度环境改进进程中，政府须

摆脱路径依赖，保持制度理性，并与社会力量及企业一起，推动山东省民营经济制度环境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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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取决于很多因素，诸如自然地理、人文环境、历史文化等，而制度因素的

影响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对于制度的理解，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将其视为经济增长的“内生

变量”，在他看来，英国在１６至１８世纪的欧洲各国竞争中能够后来居上，无不归因于“英国的制度框架为

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环境”。［１］

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实质上也是一种制度的变迁和创新。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变迁是因为传统计划

经济体制已无法维持，即无法持续获取“外部利润”，这种“外部利润”在此可理解为经济的进步和民生的

改善。正是在这种制度变迁下，在政策的鼓励下，民营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并逐步成为我国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全国而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央政府在民营经济方面提供的制度安排整体上看是一致的，但

各省区市的民营经济发展情况却差别很大，究其原因，除了发展基础、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之外，

地方政府提供的制度环境差异显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孙早、刘庆岩运

用２８个省份的数据，在对转型经济中影响民营企业绩效因素的研究中指出，市场环境是民营企业发展绩

效变化的、更为重要的解释变量，因此政府决策者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进一步从制度层面完善民营

企业的市场环境。［２］

山东省民营经济的发展与全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路径基本一致。经过多年的努力，山东民营经济的发

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瓶颈，如融资问题、重点行业进入问题、人才问题、企业治

理问题等。有些问题需要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依靠自身的努力逐步解决，但还有很多问题的解决则与制度

环境密切相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各级政府作为最重要的制度供给者，“规制”着民营经济成长的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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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东省民营经济制度构建变迁脉络及特点

中国民营经济制度环境的构建经历了一个从局部到系统的过程，从历次党的会议决议可窥一斑，

１９９９年更是将“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条文写入了宪法修正案，在宪法层面上确立了民营经济的法律地位。进入２１世纪，政府愈

发重视民营经济系统的制度建设。２００５年２月，国务院出台了国内第一个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系统

性政策文件《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老３６
条”），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做出了比较详尽的制度安排，涉及行业解禁、政策鼓励等诸多内容。２０１０
年５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新３６条”）。

２０１２年“两会”期间，国务院又要求各部门在上半年要出齐贯彻落实“新３６条”细则。随后，发改委、国资

委、银监会、证监会、卫生部等各部门共出台了４２个相关实施细则，涉及医疗卫生、民航、金融、铁路、能

源、市政、广电等多个传统垄断领域。“新３６条”和与之配套的实施细则，为中国民营经济提供了更为公

平和全面的制度安排。①

山东省民营经济发展政策和制度的演化与中央政府关于民营经济的制度设计整体上是同步的，但也

有自己的特点。山东省是一个自然禀赋比较好的省份，建国后这种自然禀赋和计划经济相融合，逐步构

建了以大中型国企为重心的经济模式，国有石油石化、煤炭、钢铁等行业的企业构成了传统山东经济的支

柱。虽然在改革开放后这种模式开始受到冲击，但山东省依然依靠国有经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了

经济大省的地位，外部竞争并没有使当时的决策层感受到太大的压力，所以制度变迁的动力并不充足。

换一个角度分析，政府的经济制度供给必须考虑经济主导者的利益，在山东省国有经济比重较高的背景

下，政府作为国有经济利益的最攸关者，在外部压力又不大的情况下，其制度供给必然产生路径依赖，即

遵循原有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从传统文化视角看，山东省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农业文化比较盛行的地区，

重农轻商，重义轻利，受儒家文化影响深重“学而优则仕”，虽同处沿海地区但人们的创业精神与江浙粤相

比却弱不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动能。回顾山东省整个民营经济发展过程，可

以发现山东民营经济制度变迁真正地提速是在上世纪末，这种变迁似乎既不是单纯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也不是经典的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魏建、苏春红把它称为制度竞争产生的结果。［３］１６０本文看来，

这更像是一种强制性和诱致性变迁的结合体，是一种外部利润诱惑下和内外压力下的“诱压性”变迁，是

一种“内外交困”下的现实选择。变迁的现实动因就是浙江、江苏、广东三省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这

三个自然资源并不理想的省份脱颖而出，成为全国经济的领军省份。山东作为传统经济大省，却因为民

营经济发展的相对缓慢滞后，日渐暴露出大而不活、大而不强的弊端，省内国有企业受到机制更为灵活的

省内外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两面夹击，再加上当时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相当多的国企陷入困境急需

变革。在这些压力面前，山东省如再不加速发展民营经济就有掉队的风险。当然，我们也不能低估这其

中政府“自利”动机的刺激作用，即每一级政府作为一个整体它也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即政绩的最大

化。率先进行制度变迁的省份获取的巨大成功、地方政府之间的激烈竞争和政府的“自利”动机以及山东

省的经济状况、山东民企的内在要求，终于使得山东省民营经济制度变迁开始加速。

１９９７年，山东省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通知》。１９９９年山东省将民营经济的发展首

次列为全省的四大战略重点之一，从而将民营经济地位提高到一个空前的战略高度。２０００年山东省人

大常委会颁布实施《山东省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权益保护条例》，为山东民营企业运营提供了地方法律

① 具体的制度安排和实施机制内容可请参见上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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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安排。２００２年１月山东省召开了全省民营经济工作会议，现在看来，这次会议对山东省民营经济制

度的构建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会上，当时的山东省代省长作了《把民营经济培育成山东经济发展的亮点》

的报告，在报告中提到了“认清形势，居安思危，充分认识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４］５“在

充分肯定发展民营经济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与广东、江苏、浙江等

省相比，山东民营经济发展还有差距，仍然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４］５并提出“完善政策，加强服

务，努力营造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大环境”。［４］６具体提出在下述五个方面加强民营经济的制度环境建

设：加强舆论宣传，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规范执法行为，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法

制环境；消除所有制歧视，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抓好民营企业党建和队伍建设，为民营

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转变作风，狠抓落实，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优质服务环境等。［４］６其中在政

策环境中，提出“放开民营经济准入领域，凡是国家法律法规没有命令禁止的，都应允许民营企业生产经

营；凡允许外商投资进入的领域，都应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公用设施建设也要向民营企业开放”。［４］７

讲话还提出“把民营经济发展纳入各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列入主要议事日程”。［４］７从这次

会议的讲话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省级决策部门已经把民营企业的制度环境建设问题提到了一个空前的高

度，并且提出了基本的制度架构。会后，山东省人民政府又依据会议精神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民营经

济发展的决定》。纵观山东省民营经济改革的历程可以说，从改革开放到上世纪末，山东省在发展民营经

济的过程中虽然曾经做过一些制度安排，但大都缺乏系统性。真正比较完整的制度理念和制度架构是在

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一系列内外冲击下完成的。

在此之后，山东省在民营经济制度的加速构建方面有所迟缓。２００５年２月国务院“老３６条”公布后，

各省纷纷跟进，依照国务院精神相继出台本地的非公有制经济的鼓励政策。而山东省则显得让人困惑，

似乎没有为此做出省一级的安排，仅是在同年５月２０日发布的《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０５年深化经济

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提到了中央的这一新的制度安排，表示要遵循中央精神，推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虽然后来山东省有些地区遵循国务院精神，结合本地经济做出了本地区的政策制度安排，但省一级制度

安排的缺失不可避免地对下辖地区的制度安排产生了某种负面影响。其后在政策执行上，２００９年出现

了山东钢铁兼并日照钢铁并重组这一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很大争论的事件。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山东

省钢铁企业的购并整合是大势所趋，有其内在的产业合理性，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整合的问题。我们不应

因为这一单个事件就质疑“国进民退”，质疑决策层的理念，但这一事件的出现还是从侧面反映出政府理

念和新制度的融合并不是自发的、天然的，需要决策部门做出更加艰苦的努力。

当然日照钢铁事件并没打破山东民营经济制度构建的进程。２０１０年５月在国务院发布“新３６条”

后，山东省政府于２０１０月８月发布了《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全省民营经济加快发展的意见》（以下简

称“省４４条”）。这一文件秉承了“新３６条”的精神，同时结合区域经济特点，对支持山东省民营经济发展

做出了更为细致的制度安排，为山东省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制度设计。

纵观山东省民营企业制度的变迁历史，与民营企业发展领先的省份相比，它的制度“内生性”较弱，在

相当长的时间里，它是一种遵循中央制度安排，同时在竞争压力下借鉴和学习先进省份制度安排的结果。

仅仅从这一点考虑，这种“诱压”而产生制度变迁与理念的融合可能就需要更长的时间，其稳定性也有待

于在制度实践中进行更深入的观察。

透视山东省民营经济制度环境变迁的脉络，探寻其背后的经济学诠释，可以发现，新制度经济学为我

们提供了更为合理的理论框架。首先，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

交往的行为的框架。在诺思看来“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是无可争议的。不同经济的长期绩效差异从根

本上受制度演化方式的影响，这也是毋庸置疑的”。［５］３制度的功能主要有：降低交易成本、为合作创造条

件、提供激励机制，等等。诺思认为“在各方的谈判力量以及一系列构成整个经济交换的契约性谈判给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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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任何一方都不可能通过投入资源来重构合约而获益”，［５］１１８这时制度便处在均衡状态。但均衡

状态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对现存规则感到满意，只是在这种状态下，改变制度的预期成本要大于预期

收益。一个最简单的制度变迁模型就是：相对价格和偏好的变化使得改变制度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

本，从而能够使参与交易的一方或双方改善他们的福利，进而使得他们有动力去“投资”于新的制度安

排。［５］１１９在改革开放之初，山东省发展民营经济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就政府层面而言，它面临着比较高

的意识形态等政治风险。同时，山东省还有比较强大的国有经济，这使得政府手里多了一个维持现存规

则的砝码。在衡量风险和收益之后，任何一个理性的政府决策层都很难下决心进行重大的制度创新，只

会进行些许的“边际”调整。同时，参与的另外一方———山东省民营企业也会担心政治风险而小富即安，

这使得双方调整传统制度安排的意愿都不强。直到进入上世纪９０年代后，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民营经

济法律地位的逐步确立，使得发展民营经济的政治风险大幅降低；与此同时，江浙粤民营经济的高速发展

给山东省带来的巨大利益诱惑，再加上山东省民企的内在要求，衡量收益和风险结论已不言而喻，“边际”

调整演变成大规模的制度变迁就成了必然的结局。其次，参与交易的制度与组织之间持续的交互作用形

成了制度变迁，而竞争是制度变迁的关键。［６］５５制度是博弈的规则，组织是博弈的参与者，我们可以将组织

具体划分为经济组织（如企业）、政治组织（如政府、政党）等。改革开放后我国民营企业制度的发轫之地

江浙粤首先利用新的制度安排获取了传统制度安排下无法获取的的外部利润，在这种外部利润不是很大

的时候，山东省仍可以保持传统的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主的制度结构，而事实是这种外部利润愈来愈大。

山东省面临着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的竞争，而“组织生存的关键是提高组织相对于竞争对手的效率”。［７］５６

从这种角度讲，山东省民营经济制度的变迁也是省际竞争的产物。最后，制度变迁整体上是渐进性的。

这一点在山东民营经济制度环境变迁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制度变迁无疑会产生利益受损者，变迁越迅

速，规模越大，就越可能制造出更多现存组织中的反对者。［７］５７山东省是传统大中型国有企业为重的省份，

与江浙省情差异较大，无论是在政府组织还是在国有企业中，民营企业制度环境的改进似乎面临着更多

的障碍和阻力，这使得山东民营企业制度环境的改进进程更呈现出渐进性特点，有时甚至出现反复。

二、山东省民营经济发展现状及制度改进

进入２１世纪，在一系列新的制度安排的激励下，山东省民营企业进入高速发展轨道，并出现了一批

上规模的企业。据２０１２年全国工商联发布的我国民营企业５００强榜单，山东省有４３家上榜，其中纺织

巨头山东魏桥创业集团以１６１０．１５亿元营业收入总额位居第五位。整体上看，２０１２年山东省民营企业

在５００强中占了８．６％的比例。如果我们对５００强企业榜单不做加权分析，仅简单计算入选企业数，江苏

省有１０８家企业入围，而浙江省则有１４２家企业入围，广东省２３家。从入选数量来看，山东省虽然超越

了广东省，位居第三，但与第一梯队的浙江省和江苏省相比，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从山东省民营企业自身发展数据看，根据来自山东省工商联２０１２年初发布的对４１７家２０１０年营业

收入总额１亿元以上的民营会员企业的调研分析报告，２０１０年山东省民营企业营业收入总额为８０２０．７５
亿元，资产总额为５２８１．９亿元，缴税总额２８０．８１亿元，税后净利润为３９０．５２６３亿元，出口总额为８４．６１
亿元。［８］数据显示，２０１０年山东省上规模民营企业的社会贡献与上年相比有所增加。２０１０年上规模民营

企业纳税总额为２８０．８１亿元，比２００９年１７７．４亿元增长５７．８％，比２００９年１７．０９％的增长率有大幅度

的增加；纳税总额在１亿元以上的企业５９家，比２００９年的３６家增加２３家。２０１０年户均纳税额为０．６７
亿元，比２００９年０．５３亿元增长２６％。［８］２０１０年山东省上规模民营企业的员工总人数为７７．８６万人，１１
家企业员工过万人，比２００９年的６６．６１万人增加６．９９％。［８］２０１０年度山东省营业收入超过１０亿元（包

括１０亿元）的民营企业１３２家，比２００９年的８７家增加４５家。与此相对应的是上规模民企高速膨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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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规模，２０１０年山东省上规模民营企业中资产超过１０亿元的为１２０家，比２００９年的８７家增加３３
家。［８］

山东省工商联的调查还表明，山东省民营企业的产业分布前五位的依次是食品加工与食品、饮料制

造业、通用设备和专用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纺织业以及金属制品业。劳动密集型产

业占比最大，但也开始进入科技含量较高的产业，如通用设备和专用设备制造业的发展态势良好，由

２００９年的２２家增加到了３４家；医药制造业由２００９年的３家增加到了９家。［８］对未来三年拟计划投入的

投资领域来分析，有意投向资源、能源等基础产业的排在第一位。从投资遇到的主要问题方面分析，专业

人才短缺、融资困难、土地使用限制是阻碍民营企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比例分别为２２．４４％、２１．０４％、

１８．８９％。［８］

除了山东省工商联的调查报告，山东省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山东省调查总队也给出了相关数据。①

山东省民营工业企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表１为民营工业企业中位列前五位的行业。

表１　山东省民营工业企业排行表

类别 企业单位数（个） 工业总产值（万元） 资产合计（万元） 从业人数（人）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４２５７　 ６７　１１５　８５６　 ２７　６８９　２９４　 ７４５　６９８

纺织业 ３５３４　 ５２　７２２　９０４　 ２４　４９９　４３７　 ９３７　５４７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３６４８　 ６８　７１１　９１５　 ３７　７９６　９８２　 ５１５　７８４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３８３２　 ４１　２８４　７９７　 ２０　２４３　３７２　 ５１８　３６５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４５７７　 ５２　７６８　７２８　 ２４　１７０　６２６　 ６１７　２２６

　　数据来源：《山东省统计年鉴２０１１》“１４—１０规模以上非公有工业主要经济指标（续１）”

从表１可见，在制造业大类下，２０１０年山东省民营工业企业主要集中在中低行业领域以及传统密集

型行业。据统计，上述五个行业在企业单位数、工业总产值、资产合计和从业人数方面都占制造业总数额

近半数。

从行业来看，民营企业在行业规制放松的背景下，也开始涉及一些重要行业，但整体实力与国有控股

企业差距显著（见表２）。

表２　民营企业与国有控股企业对比表

行业 国有控股企业（个） 民营企业（个） 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万元） 民营企业工业总产值（万元）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６７　 ２７５　 ２０　３２７　０６４．４　 ３　５７４　４３１．３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９　 ９　 １０　０６３　１２５　 １５７　５９１．５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２３６　 １２４　 ２９　５５１　３８４．７　 １　３４２　２００．５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８９　 １５７８　 ２４　３３７　６１１．６　 ２５　７５６　８８０．２

　　数据来源：《山东省统计年鉴２０１１》“１４—６规模以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续３）”

从表２可以看出，在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民营企业个数是国有控股企业的４倍，但国有控股企业的工

业总产值却是民营企业的５倍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两者的企业个数相同，但国有控股企业的工业总

产值是民营企业的６３倍之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国有控股企业的个数是民营企业的近２倍，

① 为了与山东省工商联的数据相对应，本文在此也采用了２０１０年的相关数据，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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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工业总产值是民营企业的２２倍。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两者的工业总产值相近，但民营企业的数量是

国有控股企业的１７倍多。可见，民营企业虽然开始涉及一些重要行业，但在多数行业总体实力与国有控

股企业差距巨大，且单个企业平均实力也相差悬殊。

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不仅在重点行业分布上处于劣势，即使在一些普通制造业行业，在竞争

力、规模与国企和外企相比，也有比较大的差距。例如，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是２０１０年山东省民

营企业在制造业大类中工业总产值最高的行业，也是国有企业制造业工业总产值第三的行业。民营企业

在企业单位数、工业总产值、资产合计方面的总额远超国有企业和外商企业，但是国有企业和外商企业的

工业总产值均值却分别为民营企业的近５倍和近２倍，国有企业和外商企业的资产合计均值分别为民营

企业的近８倍和近２．５倍，民营企业规模和竞争力明显弱于国有企业和外商企业（见表３）。

表３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不同类型企业对比表

性质 企业单位数（个） 工业总产值（万元） 均值（万元） 资产合计（万元） 均值（万元）

国有企业 ３１　 ２　８７０　０１５　 ９２　５８１　 ２　５６２　２４７　 ８２　６５３

外商企业 ３２６　 １１　１６１　６６０　 ３４　２３８　 ８　４２８　９３９　 ２５　８５６

民营企业 ３６４８　 ６８　７１１　９１５　 １８　８３６　 ３７　７９６　９８２　 １０　３６１

　　数据来源：《山东省统计年鉴２０１１》“１４—８规模以上外商投资和港台商投资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续３）”“１４—９规模以上非公有工

业主要经济指标（续３）”“１４—１３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续）”

分析上述资料可以看出，一方面，山东省民营经济在制度环境改善背景下发展迅猛，涌现了一批规模

企业，在税收、就业等方面体现了制度变迁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另外一方面，无论是山东省工商联调查

报告，还是国家统计局山东省调查总队的统计数字，都表明山东省民营企业的行业分布主要集中于中低

端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且平均规模、竞争力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相比差距仍较大。探究原因：

第一，山东省民营企业从无到有，更偏好于选择进入门槛较低、资金需求不大、技术要求不高的行业，

在发展时间并不长的情况下，在比较低端的行业集聚是很正常的现象；同时，由于人才、技术、资本、管理

经验积累的不足，与国企和外企相比，也显得平均规模较小、平均产值较低。

第二，可能存在比较严重的行业规制，部分民营资本在完成资本积累后，力图向新行业拓展，却受到

了严格的限制，使得他们不得不选择在原有行业或者规制较少的其他低端行业继续发展。前述山东省工

商联的调查指出“民企在未来三年拟计划投入的投资领域中，有意投向资源、能源等基础产业的排在第一

位”，这种数据暗含了两层意思：一是这些行业有比较丰厚的潜在利润；二是这些行业以前是民企很难进

入的传统“垄断”行业，现在渴望借着政策的“东风”能够进入。

从长远看，山东省民营经济若想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实现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这就需要各级政府

在行业进入问题上做更为深入的制度安排。除了在行业进入方面需要改进外，“规模小、产值低”的大量

中小微民企也急需在前述山东工商联调查提到的“专业人才短缺、融资困难”等方面做出更多、更为细致

的制度安排。

三、制度环境改进进程中政府角色的思考

在国家政策法规和地方政策的激励下，山东省民营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改进进程自进入二十一世纪

后开始加速。但制度改进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正式规则”的基础框架建立了起来，但“非正式的约

束”（其核心为“意识形态”）可能还未与之相融合，再加上实施机制在实践中的不到位，使得制度环境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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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很难趋近于均衡状态①。诺思也认为，尽管非正式规则的“一揽子”变迁是有可能发生的，但与此同时，

许多非正式约束仍然保持着强劲的生存韧性。［５］１２５在诺思看来，有效率的制度来源于一种政治体，它内置

了创造与实施有效率的产权制度的激励。［５］１９３虽然诺思阐述的是一个比政府更宽泛的概念，但考虑到各

级政府的强势地位，我们依然可以这样理解：制度的效率与政府行为息息相关。

山东省作为一个传统国有经济占比较高、儒家文化影响巨大、历史上商务文化气息比较淡薄的省份，

与江苏省情不同，与浙江省差异更大，在这种背景下，构建有效率的民营经济发展制度环境是一场更加复

杂、持久的制度变迁。这种制度变迁一方面需要政府启动和推动，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在这种变迁中改

造自身，使自己的职能适应这种变化。处于对历史和现实因素的考虑，山东省各级政府必然要继续保持

对国有经济的关注。但对政府来说，更重要的是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相互竞争与博弈中，怎样更多

地保持一个“中性”政府的角色，这要经历一个不适应———学习———改进———适应的反复过程。

（一）政府要摆脱路径依赖，坚守制度理性，遵守公平的游戏规则

山东省民营经济启动较晚，传统的相关制度安排更多地侧重于国有经济，这使得政府部门在行使职

能时很容易形成路径依赖。２００９年出现的山东省钢铁并购日照钢铁并重组的事件，可以说就是比较典

型的案例。

从产业整合角度来看，山东省钢铁企业兼并重组是个大趋势。关键在于以什么方式整合，是遵循市

场经济原则让市场发挥基础性的配置作用，还是以政府之手代替市场之手。毫无疑问，政府在这一并购

案中的最佳角色是保持“中性”，否则必然产生极大的外部负面效应，特别是对已经成长起来的山东省大

型民营企业来说，它会采取“预防”措施。在资本全球流动、股权全球化的背景下，这种“防御”措施并不难

以找到，最终很可能伤害山东省整体经济的发展。众所周知，江苏省有一个规模比日钢还大的著名民营

钢铁企业———沙钢集团公司，它是一个已经连续多年位列全国民营企业５００强首位的超大型民营企业，

其在成长过程中也经历了多次并购，例如２００６年８月通过招投标收购占淮钢股本２６．１５％的国有股，加

上之前收购的法人股，最终控股了这家以前由淮安市人民政府国资委控股的国有控股公司。沙钢的案例

并不意味着并购重组一定是要民企购并国企，而是这种行为要尊重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无论是国企还

是民企，在市场面前都要一律平等，政府所能做的就是提供基本的竞赛规则，而不是直接参与比赛，更不

能制定了规则而不按规则出牌。

日钢事件虽是个案，现在也无法预测最终结局如何，但还是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政府要摆脱路径依赖，

坚守制度理性充当市场的守夜人。而且从长期看，如果没有政府凭借其权威在全社会保护私人财产权，

很难想象会有民营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繁荣。

（二）政府要从制度变迁的启动者角色逐步向制度环境的改善者、服务者角色转化

政府在启动民营经济制度变迁后，是否应继续主导这种变迁？在中央政策一致的背景下，浙江省的

民营经济制度某种程度上主要是在浙江省各级政府与浙江省民营企业之间反复博弈之中逐步确立的，民

间力量在制度变迁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政府很多时候更像是无为而治。［６］５７山东省的省情毕竟不同于浙

江省，而山东省的民营经济制度构建中，除了政府与民营企业的博弈之外，国有企业也很明显成为重要的

博弈方。因此，山东省在相当多的层面上特别是实施机制上，如果没有政府主导参与，没有政府的鼎力支

持，政策的执行效率可能会大打折扣。但这种参与，又对各级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更多的学习、

更深的知识厚度等等。

但从长期看，考虑到各级政府的有限理性，政府必须实现向制度环境改善者和服务者的角色转化，这

① 有关对诺思“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的解释可参阅卢先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２００３），将制度理
解为“博弈均衡”的思想可参阅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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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涉及到政府职能的转变。这种职能转变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其核心是各级政府要约束自己的权力，

寻找最优的职权边界。简言之，就是该政府做的由政府来做，该市场做的就交给市场去决定。

四、制度改进的若干思考

中央“新３６条”、各部委跟进的实施细则，以及山东省结合省情的“省４４条”，已经在理论上对民营经

济制度环境改进做出了较为详尽的制度安排和设计。下面谈一下个人之见。

山东省的民营企业除了少数大型企业之外，更多的是中小型企业，还有不计其数的小微企业。处于

不同的发展阶段，其制度需求也必然不一样。例如行业规制，对大中型企业的影响肯定要大于对小微企

业的影响；再如融资问题，对中小微企业就是个比较大的制度障碍，而对大型企业可能就不是太大的问

题。与２０１２年全国民营企业５００强同时公布的一项调查中显示，未来三年的投资意愿青睐于资源能源、

金融业等传统的“垄断”行业，对中小微企业来讲，行业有形和无形的规制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障碍。由于

大型企业数量相对有限，各级政府有能力也有精力采取一种类似“ＶＩＰ”客户的服务体系，服务的重点可能

更多的在于满足他们较高的制度需求，如消除行业进入障碍，为大型并购提供融资协助等。对于为数众

多的中小微企业，政府必然要更多地借助社会力量来营造专业化的服务体系。这种社会力量可以是非政

府的职能部门，如各级工商联、行业协会，也可以是社会中介机构。总之，只有注重构建多层次的制度服

务体系，才能满足不同层次民营企业的制度需求。

（一）重点行业进入的制度安排

在行业规制放松之后，民企进入的“铁门”被打开了，但“玻璃门”依然存在。这种“玻璃门”可能存在

于政府官员的意识形态中，也可能存在于审批手续的繁文缛节中，存在于利益攸关方的激烈博弈中。国

务院“新３６条”和山东省“省４４条”颁布后，理论上是为民营企业扫除了行业进入的障碍，但现实与理论

设计常常有差距。山东省工商联副主席在２０１２年２月山东省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的大会发言中指出：

“市场准入明松暗紧。据对我省４００家民营企业的调查，阻碍政策落实的主要问题首先还是垄断行业改

革不到位。六成以上的企业家认为，垄断行业的‘玻璃门’现象仍然严重”。［９］好的政策必须有好的落实，

好的制度安排必须有好的实施机制。新的制度安排在行业进入上赋予了民营资本、国有资本和外资同样

的地位，这势必要打破传统利益格局，尤其在电力、电信、铁路、保险、石油、矿产、国防科技等重点领域，国

有企业占有压倒性的优势，且不说民企有没有能力进入，即使在资本和技术上有了能力，进入了这些行业

也将面临拥有巨大优势的国有企业的竞争和挤压。各级地方政府在相关制度安排已经明确的情况下，今

后的重点显然应侧重于：一是消除“玻璃门”，消除政府各部门那些与“新３６条”和“省４４条”相抵触的法

规政策，简化审批手续，消除潜规则；二是在这些面对民企开放的新领域，政府应当做一个公正的秩序维

护者的角色，因为新进入者很可能冲击现有秩序，引发传统利益既得者的排挤和压制。这种情况下，只有

政府才能依靠自身的权威协调各方利益，维护有序进入和有序竞争。

（二）融资制度安排

融资问题是中小微企业的老大难问题，特别是小微企业，依靠现有金融体系的确难以破解这一难题。

山东省也在“省４４条”中做出了一些制度安排，例如，提出推动城市商业银行加快在县城设立分支机构、

邮政储蓄银行要将小额贷款业务作为长期核心战略性业务、扩大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等等。虽然这些制度

安排比较详尽，但也存在问题。城市商业银行更多的是企业行为，它的网点布局更多的是从商业利益考

虑，而作为央企的邮政储蓄银行的小额贷款业务虽然颇具特色，但它毕竟是企业，它的业务发展依然要从

企业利益考虑。传统商业银行之所以不愿意给予小微企业贷款，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小微企业实

力弱，信用低，抵押物少，贷款风险高；二是交易成本高。这实际上隐含的约束条件是：未来的制度设计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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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更多地考虑风险补偿问题。传统国有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体制由于交易成本高而无法

解决这一问题，现在新设计的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到底又能在多大程度上降低交易成本，依然是个未

知数。可能的破解之道，应是利用新技术加快金融服务业的创新，降低交易费用，并辅以必要的价格补

贴。怎么降低金融业的交易成本呢？我们迄今为止在金融行业所进行的制度设计都忽略了一个重大因

素，那就是信息技术的变革。垄断遏制创新，但垄断的存在又常常逼迫人们通过制度创新来打破垄断。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现代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的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成本，

从而有可能减少金融交易的环节，降低金融交易的费用，这将引发传统金融体制颠覆性的变革，而这一技

术制度变迁有可能给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带来新的选项。例如，在政府支持和监管下，由社会中介机构

联合创办“网贷通”，利用网络平台，构建贷款人与小微企业的直接融资放贷平台，这种新型融资模式由于

减少了交易环节，可极大地降低交易费用，有利于保持利率的公允同时快捷迅达。当然，除了技术的创

新，还有一个政策选择，就是价格补贴。其实，如果价格补贴激励到位，不仅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类

银行”的机构（如信用担保公司），就是传统商业银行也愿意加入到为小微企业服务的行列里来。但这对

地方政府的财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一些财政实力比较雄厚的地方政府才有机会去进行这种尝试。

（三）更加重视“制度技术”的作用

江浙的民营经济虽然在发展中也遇到了诸多问题，但整体看越做越大、越做越强，在全国民营经济中

的龙头地位始终难以撼动，大部分省市虽奋力追赶但也只能望其项背，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除了先发优

势（包括意识和规则）和区位优势之外，还有很多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制度是由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构成的。在过去的研究中，人们常常注重了对规则的研

究，而忽视了实施机制，忽视了对实现制度目标的“制度技术”的研究。在魏建、苏春红看来，“所谓‘制度

技术’就是在一个制度框架下，制度主体所采用的实现制度目标的手段和安排”。［３］１６１现实是民营经济要

做大做强，仅仅靠宏观制度的设计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更为细致的“制度技术”。

在这一方面，江浙民营经济给人留下极为深刻印象的是其强大的产业集群。对于产业集群，有研究

人员直接视产业集群为一种制度安排，［１０］这并无不妥。产业集群本身也是技术变迁的产物，正是工业技

术和信息技术的持续进步使得产出在相当范围内产生了规模报酬递增，因此使得更高效、更复杂的制度

安排（或组织形式）变得有利可图。实质上无论是将产业集群直接视为一种制度安排，还是视为一种“制

度技术”均可以接受，两者只是从不同视角观察同一经济现象，但从实现目标来分析，将其称为“制度技

术”似乎更为妥帖。从浙江省经验看，它的产业集群基本上是一种民营经济的产业集群，从江苏省来看，

它的产业集群更多的是一种民企、外企和国企混合的产业集群。在江苏省，这种产业集群更多的以园区

形式表现出来，在浙江，这种产业集群更多的以围绕专业市场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无论哪种形式，都体现

出了庞大的产业规模、高效协同运行和完整产业链等特质，而这正是其他省市在民营经济领域与江浙相

比存在巨大差距的症结所在。产业集群作为一种“制度技术”，其背后的经济学和管理学涵义显而易见：

通过实现信息对称、产业关联和战略协同等，大幅度的降低交易成本，获取潜在利润和规模利润。

山东省在多年的摸索中，逐渐意识到了这一问题。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山东省出台了《山东省中小企业产

业集群发展规划》，重点选择１６个行业进行产业集群培育，提出用３年时间使山东营业收入过１００亿元

的产业集群达到１００个。在“省４４条”中，又提出“大力发展产业园区和各类市场”“大力发展专业村、专

业镇、专业园区，突出抓好省级规划的１７０个过５０亿元和１００个过１００亿元的重点产业集群、１４０个重点

特色产业镇建设，吸引企业向园区集中”，同时“逐步形成产供销相衔接、信息化和集约化相匹配、门类齐

全的批发市场体系”。但整体上看，这种规划还是粗线条的，而就发展水平来看，山东的产业集群与江浙

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产业集群度偏低、产业关联度低、企业群而不“聚”，缺乏高水平的产业集群链接效

能，导致企业各自为战、交易费用偏高、无法取得规模经济效应。［１１］在某种意义上，产业集群的规模和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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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不仅决定着山东民营经济的未来，也决定着整个山东省经济的未来。

为改变这种状况，山东省相关决策部门应该站在全国乃至国际经济的高度，从全省视角协调各地市

的产业规划，建立科学的全省产业集群评价体系，督促各地市加强协调，避免各自为政和同质化。同时民

营企业也要“干中学”，不仅要加强与民企的协同，还要加强与有影响力的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协同，从

人才、技术等方面着手提高协同水平。总之，只有真正体现出专业协同、规模经济和大幅降低交易费用的

产业集群才能更好地促进山东省民营经济的发展，以及整个山东省经济的进步。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制

度技术”的范畴肯定不止于“产业集群”这一个方面，还有更多的内容值得学者们做进一步的探讨。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民营经济制度环境的改进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政府也并不是万能的，

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要与非政府职能部门、社会中介机构、企业携手合作，才能逐渐使山东民营经济

制度环境接近均衡状态。但无论如何，没有各级政府全力推动，完善的民营经济制度环境是很难建立的。

从这一点讲，政府依然是最大的制度供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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